
众所周知，文献书籍在收藏过程中，因存放地点地质

灾害、温度、湿度和微生物自然因素等的影响，加之纸张

本身的脆化，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残损，主要表现为纸页的

破损、虫蛀、霉变和断裂，再加上人为反复翻阅、使用的作

用力，文献残破程度更会进一步加剧，一般存放时间越

久，文献残损的情况越严重。现代图书馆可以采取调试馆

内温度、湿度，改善收藏环境，纸张脱酸，化学杀虫，甚至

将纸质文献转化为电子文献等方法来对收藏的书籍进行

保护和处理。但在资源和技术匮乏的古代，这些较现代化

的方法均不能进行，文献书籍在长期的存放过程中残损

甚至消失者非常多。现存六万余个卷号的敦煌文献中，最

早的有晋代的卷子，最迟者则为宋时的文献，时间跨度极

大，所以敦煌文献中见有大量残损、残缺不全者，均为在长

期的存放过程中造成的残损。

许多学者认为敦煌藏经洞为废弃佛典堆放地。寺院

确有将废旧不要的佛典置于佛塔底部或佛寺其他地方小

室中的传统，洞中大部分残缺不全的佛典似乎正是这种

传统的表现物。既是废弃，则这些文献无须修护保存。但

荣新江认为洞中大量经祑“等待的是修复，而不是废弃。”［1］

这种论断，是基于他对藏经洞存放的汉藏文佛典分祑整

齐存放的原始面貌的考察，和对佛典上存留的古人修补

痕迹之观察而得出的。这一考察亦说明，古人曾修补过敦

煌文献。

1 古人对敦煌文献的修补

姜亮夫认为，敦煌文献“有残断而为后人补者、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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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manually repaired Dunhuang manuscripts，some of which were repaired by the ancients. In
addition to Buddhist manuscripts，some repaired manuscripts are folk manuscripts，especially about teaching materials
concerned with schools in that times. The traces of the repaired manuscripts explain that：Firstly，repair work from the
ancients is very fine，followed some principles，such as the source of the small paper which used to repair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haracter sides. Secondly，besides monks repaired Buddhist manuscripts，some restorers repaired the folk
manuscripts. Thirdly，school education especially Monastic schools were very flourish during that time，needing a large
number of Buddhist manuscripts and folk ones as teaching materials. The fourth，due to lack of substance and human
resources，to produce new handwriting books was more expensive，so the ancients repaired the damaged manuscrip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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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刚才讲补足的人，有同时代的，有异代的，有的甚
至隔得很远，比如有唐代的人补六朝的卷子。”［2］提出了古
人修补敦煌残卷的观点，这种判断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认

同和响应。先是王重民指出：“此卷（指 P.3573）在八九
六———九○一年间为汜塘彦所有，九二一———三年间已
有残缺，故用龙德二年公文纸装裱，然则此卷当为八九六

年以前写本。”［3］虽未明确提出古人修补过敦煌文献，但因
现代人不可能使用龙德二年的公文纸进行装裱，所以这

一修复工作肯定是在藏经洞封闭之前古人的行为。
之后的学者如施萍婷、郑炳林等提出这一工作实际

是敦煌三界寺和尚道真所作，道真曾收集古旧佛典抄本，

留待以后修补或作为修补材料，藏经洞正是他堆放这些

抄本的地方。荣新江则根据敦煌研究院藏 0345号《三界
寺见一切入藏经目录》的题记“长兴五年（长兴应为后唐
明宗李嗣源所用年号，为 930至 933年，则无“长兴五年”
之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

寺藏内经论部祑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

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

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确定敦煌文献曾由
道真进行过早期修补，并认为：“藏经洞原本是归义军初
期的河西都僧统洪?的影窟，大概是因为距三界寺寺址较
近，故此在十世纪中叶渐渐成为道真收罗古坏经卷修补

佛典的储藏所，放置佛典残卷和一些供养具。其中既有完
整的藏经，也有绢画、法器乃至残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它一直是由道真管理的。”［4］同样的观点又见于沙武田《敦
煌壁画故事与历史传说》，他还列举了《佛名经卷第十三》
题记“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浴（俗）性（姓）张”，加强
证明这一观点［5］。他们认为藏经洞所藏经卷，全部应为三
界寺僧统道真所修补。
但是就数量庞大的经过修补的敦煌文献而言，以一

人之力要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工作似乎不太可能，文书上

留存的痕迹也说明这些工作应该不是一人一时所完成

的。最近林世田等通过对国图所藏与道真有关的六个被
修复的卷子经行修复痕迹的仔细辨认后得出结论：“在敦
煌古代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道真。在敦煌文
献中，留下修复记载的，也只有道真。且据已有研究可知，

现有至少 52件写卷可与其相印证。”［6］这说明学界已意识

到对敦煌文献的修复者应不止道真一人，只不过他是最

具有代表性和为世人所知的。

2 古人修补文献所用的材料

古人要完成文献的修补，应该至少需要有两个材料，

即用于修补的纸片（残片）和需要被修补的文书。这些用

于修补的纸片的来源分为两种：一是收集而来的残损不

用的纸片，二是从废旧文书上剪切截取的纸片。

2.1 字纸崇拜与用于修补的收藏纸片

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描述他进入藏经洞时曾见

过一些字纸碎片：“我发现了许多虽小但又是仔细包裹着

的袋子，里面装的都是些圣典上掉下来的小残片和绢画

上残存下来的破片。”［7］他认识到这些碎片是“神圣”的，因

为“按照当地的习惯，在地面上或者其它地方发现的每一

小片书写物，都应被捡起来并被放在一边。毁坏那些书写

下来的文字，被视为是不吉利的。”［8］

如其所述，中国民间确实普遍存在着对文字、字书、

字纸乃至纸张的崇拜现象，这是出于对知识和文化的一

种尊敬，而这也是促成敦煌文献中的“每一小片书写物”

均不能被轻易丢弃的原因之一。民间常有“祭书”之俗，以

焚香酹酒的形式对字书进行祭拜；宋代以后还修筑了大

量“惜字亭”、“惜字宫”、“字库塔”，将被视为神圣之物的

字纸恭敬的焚化，至今四川一些古场镇如崇州、洛带等地

仍可见保存完整的“字库塔”。佛教徒更为珍惜废旧佛经，

许多佛塔塔基中央部分均留有小室，专门用来存放废旧

佛教典籍，故桑良至甚至认为敦煌石窟可能是全国最大

的“惜字林”［9］，在藏经洞中出现大量“圣典上掉下来的小

残片和绢画上残存下来的破片”便不足为奇。

正是这些被珍视而未被丢弃的字纸碎片提供了早期

用于缀补敦煌文献的部分材料，S.6806便是最为典型的

例子，其纸页上贴补了一块残片，四周都有自然形成的残

损，内容为包括“唐文殊”、“王顺”等姓名的《差科簿》。这

部分用来修补的带字残片可能大多就是道真等人从敦煌

各寺收集而来的。

2.2 基于修补目的从其它文书上取下的修补用纸片

另一部分用于修补的材料可能不是被收集起来的纸

片，而是基于补缀其它文书的目的，专门从单页纸张上取

下来的碎片。有一些用于修补其它文书的碎片上并无字，

但有些是有字的文书，可以依据内容联系将这些碎片拼

接缀合起来。

2.2.1 从某一文书上取下无字碎片贴补在文书背面

一般修复时，若使用残片有字的一面向下贴补在需

修复文书的纸页背面，墨迹为粘合剂浸湿可能会使正面

内容被晕染模糊，或因纸页透光影响到正面的内容，因此

往往会将有字的一面向上、无字的一面向下进行粘贴。当

然，最理想的缀补材料是两面均无字的空白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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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图版，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些文献的边角有余留

空白的地方，而很多这种空白的卷面又被小心翼翼地撕

下或剪下了一块。如 S.371《戊子年十月一日净土寺试部

帖》卷前左下、S.986《道要灵祗神鬼品经》卷尾部页面下部

分、S.1588《叹百岁诗》卷前页面上部分一角、S.3326《云气

杂占》卷后左角、S.3876《乾德六年（968）九月法律庆深买

舍请判凭牒》最前面“释门法律（小字）庆深”一行字下、S.

4428《文样（印沙文）》卷末左下角、S.4634V《具注历日序》

（正面为《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卷末左下角、S.6002《天尊

说三善发愿经》左下角等等被剪切或撕下一块空白的长

方形纸片或纸条，这些小纸片或纸条多为刚好避开有字

部分，从边缘和形状看肯定不是自然残损，而是被人有意

截取下来的。

这些刻意截取的空白小纸片，我们可以从一些文献

的背面发现他们的踪迹。S.620为《解梦书》，从图版看，此

文书已经有不少的裂痕，所以在其背面上有多个纸片贴

补在正面裂痕相对应的地方，这些纸片正是空白无字的。

此种情况又见于 S.1386《孝经一卷并序》、S.1586《论语集

解卷第二》（里仁）、S.3048《丙辰年东界羊籍》、S.3074《高

僧略传》、S.4696《论语集解》、S.6349《易三备卷二卷三》、S.

6424《佛说八阳神咒经》等卷号的背面。这些空白无字的

纸片很可能就是从那些抄写未用完的空白纸页上撕剪下

来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被截取下来的无

字纸片。

2.2.2 从某一文书上取下有字碎片贴补在其它文书背面

有字碎片贴补在其它文书上的情况非常多，此处仅

举比较特殊的碎片本身可缀合的情况进行讨论，因为这

些本身可缀合的纸片可以证明它们最初存在的形式本不

是被收集起来的残片，而是某件文书的一部分。正如王重

民曾指出，P.2702号卷子背面是被割裂为数段的《春秋后

语?秦语》，本身可以缀合成为《春秋后语·秦语》一部分

（虽然并不完整，中又有间断的情况）；而对于此卷的正面

而言，它们又是为了修补正面文书，使其不致残损而贴补

在卷子背面的。

类似情况在英藏敦煌文献中亦可以得到印证：S.32V

定名为《残片（僧奴状）》，从图版看似是从其它文书上剪

下的四个小纸片粘补在背面，这四个小块中三块有字，从

字迹和内容上可判断应为同一件文献上剪下来的；S.

2746V共有七个残片，字迹相似，内容均是关于各种物色

的收支帐目，同属于某寺的《斛斗破历》；S.3111V《大业五

年（609）六月十五日队副贾宗申槊弓箭账牒》（1、2）、《隶

古定尚书》（大禹谟）（3、4），本为四个残片，但第一个和第

二个残片实际可以缀合，第三个和第四个残片可以缀合；

S.4309V《张琼俊为亡考设斋请僧疏》，本身就是一个内容

较完整的残片；S.4761 正面为《书仪》，背面有从其它文书

上撕剪下的三个残片粘补，其中前两个残片同属一件《社

司转帖》，可以缀合。

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能够说明古人曾将一些废弃的

有字文书剪切成数个小残片用于修补其它他们认为有用

的文书，那就是 S.6424，此卷背面有多个有字或无字小纸

片贴补的痕迹，将这些有字的小纸片简单拼合以后可以

得到《乾德六年（968）社官阴乞德录事阴怀庆请镔（宾）头

炉（卢）波罗堕和尚疏》、《社官阴性恩录事阴怀庆请镔

（宾）头炉（卢）波罗堕和尚疏》、《开宝八年十月兄弟社社

官阴幸恩等请镔（宾）头卢波罗堕和尚疏》三个比较完整

的文书，其中《开宝八年十月兄弟社社官阴幸恩等请镔

（宾）头卢波罗堕和尚疏》完全不缺字，《乾德六年社官阴

乞德录事阴怀庆请镔（宾）头炉（卢）波罗堕和尚疏》、《社

官阴性恩录事阴怀庆请镔（宾）头炉（卢）波罗堕和尚疏》

有少量的字缺损，且可以看出缺字处实际是另一些被剪

下的小纸片，这些小纸片可能用于修补其它文书了，也可

能是因为使用了无字的一面向上有字的一面向下贴补在

S.6424卷背，所以被当做了那几个无字的小纸片，若将这

些无字纸片揭下翻转过来，可能会有所发现。

此外，在藏敦煌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并非缀

补在卷子背面但形状非常规整的残片，如自 S.5522至 S.

5527，每一个卷号的文献都呈纸条状，每一个纸条上仅有

一至两行字。很难说在这样狭小的纸片上书手能够自如

的写下内容，它们更像是从某一个书写完毕的文书上剪

切下来的纸条，存在的形态似乎是经过了精心修剪。而它

们之所以要被如此小心的剪下来，很可能就是为了准备

好被贴补在一些有残损的卷子的背面。这种特意从某些

文书上取下来的纸片又被用来贴补在其它文书之上，充

分说明了被缀补文书的重要性。

2.3 古人贴补纸片之外的修复工作与修补原则

还有一个文献的修补情况非常有代表性，既能说明

空白纸片贴补修复残损卷子的情况，又能说明从其它文

书上摘取小纸片修补的情况，还能说明古人所做的工作

不仅是将损坏的地方粘好，还要尽量恢复其外观的完整

与可阅读性，那就是 S.343V6《进译经表》这个文书中倒数

第六至十五行有一小片纸可以看出是从别处剪下粘补于

此，此纸片之下明显是粘贴住了原写于纸页上的文字，而

刘郝霞： 古人对敦煌俗文献的修补、修复与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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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七行字与前两行字内容完全无涉，也与纸片外的纸

页上其他文字没有关系。但该纸片前两行与纸片外的纸

页上文字内容是相关的，而且第一行“性三种欎无性以 ”

八字是一半写在贴补的纸片上，一半写在被贴补的纸页

上；第二行“之士犹希取质况秉杯之客”一句的“杯”字更

是特意添补了其字部分笔画在贴补纸片上，才使其与被

贴补纸页上残剩部分合成完整的“杯”字；而贴补纸片上

的字经仔细辨别后，还是可以发现与原来纸页上的字有

一定的区别。故此纸片不是白纸片，原来有部分字迹（即

后七行），被贴于此后，又在有空白的地方添补上了被贴

补纸页内容被粘贴遮盖住的部分。S.343V上还有三个从

别的地方上剪切下的纸片粘补，其中一个为有字纸片，另

两个为无字纸片，而且在有字纸片的空白处和无字纸片

上都添补上了文字，使其与原纸页相结合成完整的内容。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 S.9500V上，此卷《英藏》编者

拟名为《十二时（法体）》和杂写，其中写有杂写两行的纸

页为一个残片，是用来修补 S.9500V正面的残缺的，残纸

片本来有字（即杂写），贴补在 S.9500V上后，又在空白的

地方补写了其贴补后遮盖了的“十二时”的部分内容。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在进行修补时实际是非常

注意的，他们大致遵守了如下的规则：第一，如果收集来

的小纸片中有大小相当可以直接使用的就直接用于修

补；第二，使用一些他们认为“不重要”的文书，剪成小块

后对“重要”文书进行修补；第三，如果是使用有字的纸片

用于修补，一般将有字的一面向上无字的一面向下进行

粘贴，使用无字的纸片则不受限制；第四，若修补只是出

现裂缝的文书，使用有字纸片或无字纸片在背面贴补都

可以，但若纸页已经有破洞，则尽可能的选择空白无字的

纸片，或者将纸片有字的一面向上，无字的一面向下在背

面贴补；第四，一般都是在页面无字的背面使用纸片进行

贴补，但如果文书实在残破的太厉害，则可能在页面的正

面也进行贴补；最后，对有一些文献，若是贴补纸片后遮

盖住了原文书的字迹内容，则在贴补纸片上补充添补被

遮盖住的文字（这可能只是针对原纸页正反面均有文书，

贴补纸片无论粘贴在哪一面都会遮住原文书的内容，且

正反面文书都需要保留使用的情况）。

3 被修补文书中的俗文献

敦煌文献大部分为佛典，被修补者也大部分是这些

佛教文献，其修补用纸片确实基本均为俗世文献，而绝没

有佛典，使用佛经残片来修补俗世文献的例子几乎没有。

所以池田温曾提出敦煌文献中“佛典以外的世俗文书偶

尔也混在其中，这通常被认为是为利用纸背面来修补卷

轴而由寺院买来的。”［10］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被修补的文

献并不完全是佛典，也包含了一些俗家文献，即也有俗文

献用于另一些俗文献缀补的，且数量并不少，我们前所举

诸例亦均是针对俗文献而言。例如：

S.85《春秋左传杜注》、S.525《搜神记一卷》、S.692《秦

妇吟一卷》、S.1393《晋书》（列传卷十七、十八、二十、廿

四）、S.1810《励忠节抄第二》、S.2071《切韵》、S.2590《御勘

定礼记月令》、S.2689《受戒文》和《受八戒文》、S.4129《齖

书一卷》和《崔氏夫人训女文》、S.4662《和菩萨戒文》S.

4663《杂抄一卷》（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

宝）、S.4761《书仪》、S.6164《推命书》（推男子三生五鬼法

等）、S.6229《写经功德文》等等。

再如前所述的以无字纸片贴补在纸背上的文书中也

均为俗世文献，如 S.620《解梦书》、S.1386《孝经一卷并

序》、S.1586《论语集解卷第二》（里仁）、S.3048，《丙辰年东

界羊籍》、S.3074《高僧略传》（康僧会、鸠摩罗什、竺道生、

法显、佛图澄）、S.3427《文样》、S.4696《论语集解》（学而篇

第一、为政篇第二）等等。

4 古人修补敦煌俗文献的原因与目的

道真“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

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想将这些经藏补充完

整。其修补佛经的目的是为使佛典“流传于世，光饰玄门，

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完成佛教徒的功德，并促进佛教教

义的进一步传播。那么，敦煌文献中的俗世文献亦被如此

小心翼翼的修补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呢？我们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析。

4.1 被修补敦煌俗文献的类别

被修补的俗文献如前文所提及的 S.85《春秋左传杜

注》等等，包含的种类非常广泛，既有儒学经典如《论语》、

《礼记》、《孝经》；又有史部重要典籍《晋书》、《春秋左传杜

注》；还有作为学童启蒙、书生应举的知识类书籍《杂抄一

卷》、《励忠节抄》、《切韵》，另外还包括了具有应用文范文

性质的《书仪》（而且卷号、种类极繁），甚至还有文学类读

本《秦妇吟一卷》、《齖书一卷》。很明显这不可能是一人一

时的藏书，更像是为了以提高知识文化水平为目的的用

书，就是童蒙、举子读物或曰教育用图书。

4.2 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与俗文献的使用

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非常兴盛，且从未中断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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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从武德二年（619年）成为唐朝治域，到建中二年

（781年）被吐蕃占领，其间 162年，敦煌史上称作初、盛唐

时期。这一时期敦煌学校大致可分为州学、州医学、道学、

县学、义学五类”，吐蕃占领敦煌之后，“仅仅寺院学校屡

见于蕃占时期的公私文书，说明蕃占时期仅有寺院学校

存在……到了晚唐昭宗年间，有确凿资料证明归义军时

期既有官学，也有义学，同样也有寺学。”［17］各代的公私教

育均很发达。

要满足学校教育学生对书籍的需求，就应该有一大

批课本流通和使用。教育需要大量儒家经典作为范本和

教材，故“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尚书》《易经》《左传》

《谷梁传》《礼记》《文选》等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学生读

本，又有一部分《毛诗》《论语》《孝经》写卷，也是这一时期

州县学校或学生们的遗留物。”［12］医学需医书和医方作为

教材，“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本草》《脉经》《五脏论》

《食疗本草》等，就是这一时期医学用书。”［13］道学的学生

读本不外《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敦煌遗书中的

《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除少量为六朝写本外，

几乎全是这个时期的写本。其它道家经典，为数更多，仅

《本际经》已不下五十七件，道经总计约三百余件。其中可

能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学师生的用书。”［14］可知敦煌俗文献

中的各种类与当时敦煌学校教育所用读本正好吻合，敦

煌文献中的俗文献大部分应该正是当时学校教育使用的

课本和读物。

从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中所辑录的 144条敦

煌学郎、学仕郎的题记中可见，自唐天宝元年（742）到北

宋雍熙三年（986）二百余年间，在敦煌文献、壁画中留下

自己姓名的学生（署名为学郎、学士郎、学仕郎、学生、义

学生、私学生、阴阳子弟、礼生、童子、学士等等，不一而

足，身份应该均为州学等各类学校的学生）就达 150人以

上［17］，更不论未具题记及题记未留姓名者。如此多的学

生，他们在各类、各级学校教育中所需书籍数量可想而知。

4.3 敦煌俗文献制作的成本

因唐代活字印刷术并未普及，当时的书籍并不易得，

有字文书几乎都是靠手抄，手写本、手抄本限于物质资料

和人力，成本是非常高的。要制成写本文献与三种物质有

最密切和直接的关系，即笔、墨、纸，可以说没有这三者，

写本就无法被产生出来，但它们在当时并不易得。

首先，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中古时期纸张都是比较

昂贵的。P.2689《僧人卖唱得入支给历》中记载“纸一贴四

斗”，可知纸价的确不菲；S.5973为开宝七年、八年之间，

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曹延恭的四件《舍施回向疏》，在

此文书中我们看到其施舍“纸一帖充法事”，而同时的施

舍物中还包括“布两疋”，知“纸一帖”的价值与“布两疋”

可等量齐观。S.6249《军资库司用纸牒》则表明当时纸归于

军资库司统一管理，需用纸还需要向其申请。

荣新江先生曾指出：“其实，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纸

也是缺乏的，所以佛寺往往把废弃的唐朝官文书收集起

来，用背面抄经。到了归义军时期，好纸是由官府控制使

用的，归义军的军资库司负责纸的管理和支用，一般佛

寺和民众所用的纸，往往是十分粗糙的纸或者背面已经

写了字的纸。”［18］为了节约用纸，时人往往将纸重复利用。

其次，笔亦为时人所重。S.766V上有这么一行杂写：

“乙酉年六月□安□兴造此笔记”，便是一位名叫“安

□兴”的人新造了一管笔，并郑重的记录下来，此为新笔

的试写记录；S.3875V亦有杂写：“清泰三年丙午岁十一月

十一日新造笔一管写此文本。”这都表明在新造一管笔后

人们往往会试着书写一些文字以“试笔”，而如此郑重的

将“试笔”的情况记录下来，也说明时人对书写工具的重

视。当时似乎还流传有对造笔的具体要求，如 S.5073V上

的杂写：“若人造笔先看头，腰粗尾细似箭鍭”，就是说要

新造笔特别要注意的是笔头部分，应该有锋，就像“箭鍭”

一样，对造笔的技术要求是极高的。

另外又有关于笔买卖的记录，见 S.4411《樊崇圣纳笔

历》，应该是买笔的账簿，将当年四至九月笔的消费非常

慎重地记录下来，正说明当时买笔并非易事。

作为书写消耗品重点的墨也非常贵重，S.5800《光化

三年（900）正月一日以后下破除数》似乎是为了举办法事

购买物品（主要是书写）的账簿，其中提供了这样一条信

息：“粟三斗麦二斗张判官等买绢日选 时用 麦三斗粟/三

斗买书忏（手）纸用 麦二斗粟二斗买墨用”，一次法事，须

购的纸价格为“麦三斗”、“粟三斗”，而墨的价格为“麦二

斗”、“粟二斗”，相差并不远，说明纸价高，墨的价格也同

样不菲。

另外，即使获得了需要的纸、笔、墨，要制成写本，还

需要有抄写者。《后汉书》称当时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

以供养。”［16］到北朝时期，“佣书者”已作为一个专事抄书

的职业群体存在了，尚永琪指出：“北魏时期的敦煌令狐

家族是这种专业抄写佛经底层知识分子集团中最具代表

性的一个群体。”且“除了令狐家族成员外，敦煌卷子中记

载的北朝敦煌镇经生还有曹法寿、刘广周、马天安、张显

昌、张干护，他们都是官经生，可见北朝敦煌的佛经抄写

刘郝霞： 古人对敦煌俗文献的修补、修复与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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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是不小的，存在一个比较固定且职业化的、由底层知

识分子组成的具有官方背景的佛经抄写集团。”［17］

官经生（即可能具有官方背景的抄写人）之外，还有

民间雇佣性质的职业抄经生，如唐代定州僧修德曾雇佣

妫州人王恭抄写《华严经》“：每写一卷，施缣十匹。迄成一

部，总施六百余段。恭因发心，并皆不受，劳诚竭虑，筋力

都尽，写经才毕。”［18］虽然王恭最后没有接受修德舍施的

“六百余段”缣，但也能说明抄写者与雇佣者之间实是具

有经济利益联系的，甚至抄写者的酬劳还是非常高的，如

《魏书》中记载：“（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

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

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19］。又“释法诚，俗姓焚氏，雍州万

年县人……又访召当时工书之人。弘文馆学士张静，每事

清净，敬写此经。诚亦亲执香炉，专精供养。乃至一点一

书，住目倾心。然施慧殷重，两纸酬钱五百。”［20］

所以一些像班梁一样的贫困的下层知识分子能够藉

此养家糊口，如崔亮“时年十岁，常依季父幼孙，居家贫，

佣书自业。”［21］崔光“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

母。”［22］房景伯“生于桑乾，少丧父，以孝闻。 家贫，佣书自

给，养母甚谨。”［23］为人抄书能养活自己甚至父母，可见雇

人抄写书籍的花费必定不菲。

5 结语

正是因为书写材料和人工的昂贵，写本在当时的流

传其实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使当时的学校无法给每一个

学生提供全新的课本，一些因翻阅次数过多、使用时间过

长出现残损的读本便被修补后加以再利用。这便是敦煌

俗文献大量呈现被修补痕迹的根本原因。

上揭材料中各时代所设立的学校，唯有“寺学”是长

期存在的，无论唐代或吐蕃占领时期，一直到晚唐，寺学

都是敦煌地区教育的重镇。特别是公元九、十世纪，即归

义军时期，敦煌寺学极为发达。据李正宇考证，当时寺学

有 25所以上，学生约 250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8］，

且许多高门大族的子弟亦入寺学就读。寺学生的读物肯

定有佛典一类“佛教入门读物”［25］，更包括大量儒家经典、

道经、历史、文学甚至占卜、算学等读物，才能适应生产生

活、学校教育和应举考试的要求，此点已为大多研究者所

揭。而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的纸张匮乏已为人所

知，无法产出大量新的手抄本读物。寺学生使用的这些佛

典和俗文献读本很可能便是借用了前代使用并下来的旧

本，因年代久远和使用的磨损，部分书籍已经有所损坏，

所以经修补后再提供给寺学生加以利用。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敦煌藏经洞之内的文献很有可

能一部分就是敦煌寺院所藏的僧、俗子弟日常读物，甚至

就是寺学生的课本，所以损坏和修补的痕迹均很明显。藏

经洞很可能是作为当时寺学的藏书室，保存了大量佛教

用书和寺学教育用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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